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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典》中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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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绿色原则是一项新兴民事法律原则，其司法适用问题备受关注。绿色原则作为正确法原则介于自然法理

念与法律规则之间，兼具自然法理念与实在法外壳。这导致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具有复杂性，包含原则的权衡适

用、原则对规则的诠释适用、作为规则的原则的涵摄适用三种适用类型。权衡适用时，绿色原则是通过权衡其与

相冲突原则的分量，以确定适用与否以及适用的比重；诠释适用时，绿色原则是通过介入法律规则的涵摄过程，

以绿色价值影响法律规则的诠释；涵摄适用时，绿色原则是被视作规则以填补法律漏洞，通过民法体系补足其法

律后果完成适用。绿色原则作为当代市民社会在价值层面达成的绿色共识的凝练，将绿色价值理念与法律规则紧

密连接，借助绿色原则之司法适用，可实现民法教义朝着绿色化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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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9条规定绿色原则为与自愿原则、公平原则、

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相并列的民事基本法律原则。绿色原则作为最新创设的基本法律原则，是民法

领域对生态文明思想的积极响应。

学界就绿色原则相关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予以极高

关注，并提出不同的适用规则。有学者认为绿色原则的适用需要严格遵守“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规则，

只有在无法律规则情形下，绿色原则才应以填补漏洞功能适用于司法领域 [1]。但也有学者认为，绿色原

则可以同法律规则一齐适用，发挥价值宣示与补强说理的作用 [2]。还有学者认为不论是否存在法律规则，

绿色原则皆可适用 [3-5]。对绿色原则适用规则尚未形成一致观点。绿色原则能否直接适用、绿色原则与法

律规则能否复合适用、绿色原则适用理由是什么、绿色原则适用限度在哪里等问题并未妥善解决。

理论上的混乱导致实践中适用现状乱象丛生。就案件判决内容梳理，绿色原则往往作为宣示性话语

存在，法官对于为何适用绿色原则这一问题几乎未进行合理解释，因而无从探究绿色原则适用背后的基

本规律。如在桂某山、赤壁市黄盖湖镇人民政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受《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影

响，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大湖养殖场承包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可能，法院依《合同法》第 94条第（五）

项作出判决，同时也适用《民法总则》第 9条。绿色原则因何适用未在判决中说明①。绿色原则多以空泛

口号被适用，起“装点门面”作用，无实质说理过程。此类案例比比皆是②。绿色原则的意义被削弱。

 一、绿色原则司法适用之法理基础

绿色原则司法适用面临困境，归根结底是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差异所致。法律原则是以实在法形

式呈现的具体化的自然法理念。将法律原则“向上”观察，其呈现自然法理念，凸显价值理念；“向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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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其与法律规则联系密切，为法律规则的创设与延展提供价值约束。这种介于自然法理念与法律规则

之间的定位，使得法律原则兼具自然法理念与实在法外壳，也使得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具有复杂性。

 （一）“自然法理念”与“实在法外壳”间的绿色原则

自然法学派认为，存在一种独立于人类制定的、可为人类所认识的“法本身”，也即一种具有规范效

力的理想法，其高于实在法并拘束实在法。实证法学派则认为，法律可以自由创制，不受既存自然秩序

的拘束 [6]23-35。前者缺乏确定性以及后者缺乏价值约束使两者均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有学者尝试提

出“正确法的原则”沟通两者 [7]13。可以作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在承载自然法学派倡导的自然秩序价值的同

时，又能够以实证法学派要求的确定性法律规范形式所呈现。

将法律原则“向上”观察，其是社会中特定法理念的具体化。并非所有的法律原则均是正确法，所谓

“正确”等义于其“是否能够得到内在的证立” [7]2。此种内在的证立不是通过逻辑或思维证实，而是一个伦

理问题，这与自然法理念的追求一致。某项准则之所以能够称为原则，关键在于其能满足公平、正义等

价值层面的要求 [8]42。法律原则以实定法规则的形式呈现，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法理念的实证化，在

保留自然价值同时，又将该价值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作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向上链接着法理念，为

自然伦理价值提供法律化的路径。自《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以来，保护生态环境来拯救人类赖以生存

的家园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全球有接近两成的国家或地区在其《民法典》中明确表达绿色理念 [9]。绿色

原则成为当前社会中不可否认的价值共识。绿色原则以其价值正确性而被视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

将法律原则“向下”观察，其与法律规则联系密切。法律原则本身并非是完美的可“适用”的规则，其

缺乏完整法条的结构，缺乏构成要件与特定法律后果之间的连结。但法律原则可以被视作可靠、合理、

正当的指引规范，为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则提供解释与证立的功用 [10]152。法律原则的不完整结构使得其仍需

投射于法律规则的陈述中才能发挥作用。法律原则存在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积极功能体现为原则对规

则之内容的指引方向的影响，消极功能体现为原则排除与之相矛盾的规定 [7]14。

故而，从“法理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三者的定位看，法律规则是各领域法律规则的总和，是实

在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法理念是法律原则的统一基点，是更为抽象与更高位阶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既

不是自然法，也不只是实在法，而是兼具自然法理念与实在法外壳的正确内容，并起着沟通价值与实在、

动态与稳态之功效。绿色原则作为正确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彰显了现代社会对绿色生活模式的普遍追求，

另一方面承载着推动法教义学的绿色化转向的重任。

 （二）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复杂性及类型化

法律原则既内含自然法理念，又身披实在法外壳，这一双重定位使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呈现出复杂

性的特征。作为一种价值具化的正确法，其与法律规则的结构有着显著差别，使得其与法律规则的司法

适用有根本不同。多数国家并不将法律原则以规则的形式明文写出 [11]49-50，中国承袭苏联立法模式将法律

原则以规则的形态直接写在实定法中 [12]。这一特点使法律原则又兼具作为原则的法律原则和作为规则的

法律原则双重特性，加深了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复杂性。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最先需解决的是适用何种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存在“逻辑差异”。

法律规则是“确定性命令”，对行为构成以及实施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有清晰的规定；法律原则对行为

实施提供目标指引和标准要求 [8]18，即“最佳化命令”（Optimization commands） [13]132。这样的逻辑差异使得

二者在司法适用方式方面有明显不同。法律规则在适用时，遵循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即个案

事实符合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则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不符合则该法律规则不适用于本案，是典型的涵

摄适用方式 [8]43。法律原则在适用时，其所追求的是价值或目标能够在事实和法律的范围内最大可能被实

现 [13]132。权衡是法律原则的特定属性，该属性促使可以依据法律原则自身的“重要性”协调相互矛盾的法

律原则 [8]19。权衡法律原则一方面要考虑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实现一个法律原则的同时保障对另一原则的

限制或损害最小；另一方面要考虑适切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即在个案中适用某一法律原则时要尽可能

考虑与之相对的其他法律原则，需要对原则间进行分量比较，以确定应优先实现哪一原则 [13]137。这使得法

律原则具有“分量”的向度，个案中法律原则适用的选取依赖各法律原则重要性的衡量，其适用方式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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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衡”。

确定适用何种法律原则后，还需对具体的法律原则进行适用。一般而言，原则并不能直接适用。这

是因为法律规则是明确陈述的规范 [14]26，具有清晰的构成要件，即假定、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而法律原

则表述抽象、含义模糊，考虑对法律安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维护，法律原则适用有前置条件即“禁止向一

般条款逃逸”理论 [15]。在有法律规则适用情况下，原则的司法适用以“缠绕”的形态体现在法律规则的适用

上。作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为规则的使用提供质料，即价值判断标准，并影响法律规则诠释的方向 [7]8。

法律原则尽管并未直接出场，但却左右规则的诠释，其适用方式可以概括为“诠释”。

中国法律原则还以规则的形式直接存在于《民法典》，因而在无法律规则时，不需要以德国法中法

律续造的方式，而可以直接对作为规则的原则进行涵摄适用。规范的确认标准为是否可在道义模式的帮

助下建立，法律原则可以同法律规则一样通过命令、禁止与允许的道义模式改写。但法律规则有清晰的

逻辑结构，即具备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种要素 [16]102；而法律原则往往缺乏法律后果要素，如《民

法典》绿色原则条款显然未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违反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设定法律后果。通过与其

他法律规则条文的体系协作，作为规则的绿色原则可以补齐涵摄所必备的要素前提，故此时其司法适用

方式应为“涵摄”。

作为正确法原则的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权衡适用，使用情形是原则间发生冲

突，需确定是否需要适用绿色原则。诠释适用，使用情形是法律规则尚未穷尽，绿色原则在价值层面影

响着对规则的诠释。涵摄适用，使用情形是法律规则存在漏洞，绿色原则条款被作为法律规则直接适用

以填补法律的漏洞。三种类型并非完全是互斥关系，权衡适用几乎存在于任何案件中，而诠释适用与涵

摄适用多是互斥的，诠释适用较涵摄适用具有优先性。原则的三种类型的司法适用体现原则在法理念与

法律规则之间的联动作用，在坚守教义学的基础之上，以原则将法理念渗透规则以促成教义学的流变。

 二、绿色原则的权衡适用

作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不仅只包含绿色原则，个案之中可能会面临原则之间的冲突。法律原则冲突

的解决不同于法律规则，其无需像法律规则冲突的解决那样在“全有或全无”之间选择，而是在个案之中

衡量相冲突的法律原则之间的分量之差，以此选择主要适用的法律原则。绿色原则是一项以“节约资源

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衡平民事活动与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关系的指导性准则，内含生态价值和环境保

护的法理念。因而，就具体个案而言，绿色原则权衡适用需要将其内含的生态价值和环境保护的法理念

与其他法律原则内含法理念的分量与重要性的进行衡量，从而确定最终是否适用绿色原则。

 （一）绿色原则权衡适用的冲突识别

冲突普遍存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辞海》中，冲突被理解为冲撞突击、争斗、争执，

进一步被引申为矛盾、不一致 [17]301。差异存在是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对立、矛盾、不一致、不协调、争

斗、争论是冲突中的核心要素。法学领域引入该语词，意在表达法律领域中的诸多对立、矛盾、不一致

现象 [18]，如“法律权利冲突”“法律利益冲突”“法律规范冲突”等。其中界定法律规范冲突所采用的是“同

时遵守测试”（Befolgungstest）标准，即在适用某一法律规范后，不能同时适用另一法律规范 [19]。按照该

界定标准，法律规范冲突具体可以细分为法律规则间冲突、法律原则间冲突、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冲突

三种类型，后两种冲突类型与法律原则的适用息息相关。

法律原则间冲突是典型的法律规范冲突类型。在具体个案中，确实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适用且

效果相对立的原则。此时，任何一个单一的法律原则都只具有初显性的特征，而初显性只会影响到论证

负担的分配问题、解决权衡由谁发起的问题，并非决定原则的当然适用，只有在考虑到相对立的其他原

则时才能决定某一原则是否适用 [13]182。换言之，应适用哪一法律原则仍需在相冲突法律原则间进行比较、

考量，即权衡，从而确定谁更为重要或更具分量。

另外还有非典型的法律规范冲突类型，即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冲突，该情形则稍显复杂。通常来说，

此类冲突的解决有三种方案，一是直接在法律规则与原则间解决；二是将冲突的法律原则转化为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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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法律规则间解决；三是将冲突的法律规则还原为法律原则，在法律原则间解决 [20]25。第一种方案意

味着需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外寻找相应的条件与标准进行判断，而二者性质不同，不可直接用统一

标准衡量，故该方案不具有可行性。第二种方案意味着要依赖法律规则相冲突的解决方式解决，即宣布

其中一个法律规则无效，具体的判断标准为“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等。考虑到具体化后的法律规则属于法官或司法机构制定（级别无法判断）、是新法（优先适用）、且

基于个案具体化是特别法（优先适用），故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并不合适，其背离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

则冲突的性质，以及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性质与功能。相较而言，第三种方案是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其

规避了前几种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法律规则本就基于法律原则而制定，因此当还原出规则背后的原则，

再以原则间冲突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将顺应原则与规则冲突的性质，且不违背立法与司法分立原则。因

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冲突能够进一步转化为法律原则间冲突，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方式应为权衡。

以绿色原则相关的司法判决为例，在张某先、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案①中，一审法院依

《合同法》第 58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条款规定，判决被告徐某清除案涉土地上种植树木后交

付土地。二审法院则适用《民法典》第 9条绿色原则，认为移除、砍伐树木将损害树木的生态价值功用，

故判决一审法院移走树木后返还土地的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一、二审法院间的分歧，实质属于法

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冲突，该冲突即须借助权衡予以解决。

 （二）绿色原则权衡适用的程式

原则的权衡适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难以给出明确的程式，但通过提供一些价值判断

的衡量标准，可以实现原则权衡适用的相对稳态。对于绿色原则的权衡适用，第一步需找出个案之中所

涉之原则，或将与绿色原则相冲突的法律规则转化为法律原则，以确定与绿色原则相权衡的对象。

第二步将绿色原则与所涉之其他法律原则进行分量比较，权衡法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将

绿色原则置于具体个案语境，判断适用绿色原则与该案审理需求的契合程度，以及判断不适用绿色原则

对该案当事人权益的侵害程度。其次，确定与绿色原则相冲突的所涉之其他法律原则的契合度和重要性，

即判断适用相冲突法律原则与该案审理需求的契合程度，以及不适用该原则对该案当事人权益的侵害程

度。最后，需将绿色原则与所涉之其他法律原则的契合度和重要性相互比较，得出分量比重。契合度和

重要性的分量比较是一种价值比较，涉及法理念的审慎排序，必须仔细考量个案情事与社会共识 [21]。

第三步根据权衡结果选出最优解。最优解选择不局限于“全有或全无”式的选择，原则间可根据权衡

结果划分比重，并将其转化为个案语言呈现在判决结果中。张某先、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

案就暗含公平合理原则与绿色原则间的权衡。二审法院认为绿色价值高于公平合理价值，判决禁止移除

树木，相当于将被告所属树木与案涉土地一同移转原告，这与《合同法》第 58条暗含的公平合理原则有

所出入，表明法院在绿色原则与公平合理原则的权衡中主要适用绿色原则。但判决结果表明二审法院并

非完全舍弃公平合理原则，法院强调案涉土地上所种树木所有权人为被告，故原告需依法向被告进行经

济补偿，对公平合理价值进行弥补。这体现权衡适用不是“全有或全无”的特点②。

对于非典型性的冲突类型，在权衡适用之外还需完成另一个步骤。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冲突情形

中，适用法律原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考虑到“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理论，只有当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

与具有更强理由时，才会放弃法律规则转而适用法律原则。关于如何判断适用法律原则更有利于个案正

义这一问题，阿列克西以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方法论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拉德布鲁赫公式提及法

的价值有三个，即正义、安定性与合目的性，其中的正义与安定性价值间常发生冲突。为解决二者间冲

突，拉德布鲁赫引入了实在法，这使得实在法具有法律适用的初显性特征，除非实在法和正义间的冲突

已不可忍受，否则优先适用实在法。阿列克西对此种观点进行了转化，将实在法替换成了法律规则，将

正义替换成了法律原则。经过这一转化，判断适用法律原则是否更有利于个案正义这一问题，就转换为

了法律规则在内容上与法律原则冲突是否达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的问题 [22]。这一“不可容忍”依赖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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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理由的论证，即对于个案而言，法律原则适用要比法律规则适用拥有更为合理的理由。而该法律原则

与法律规则冲突的分析与解决过程，即为理由的阐释。由于这一过程中不仅包含着原则分量的权衡，还

包含着对实在法的取代，因而其理由的强度要高于权衡过程的价值标准。同样回到上述案件之中，因合

同无效，被告取得财产须在尽可能恢复原状的基础上返还。但考虑到案涉土地上有大量树木，若要在恢

复原状的基础上返还则需将树木移除、砍伐，不利于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故案涉土地上树木随土

地一同交付于原告更为合理正义，优于在恢复原状的情形下返还涉案财物的做法。

 三、绿色原则的诠释适用

作为正确法的法律原则将法理念融入进法律规则之中，其方法依托正是诠释。诠释学追求开放与探

究的理解与解释态度，与其融合能够打破传统法律解释学的封闭性与独断性，以促使法律解释保持活力[23]。

法律诠释学要求在法律规范文本基础上，融入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需求，挣脱立法者的束缚，适当重

构法律权利与义务分配，寻求符合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从而实现个案正义与实体公正。法律诠释学的

形成冲击传统法律解释所依赖的传统法律方法论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格局。法律规范的适用模式也在规范

与事实司法三段论的基础上融入事实与规范间的诠释学循环。传统法律方法论主张，法律规范的司法适

用是基于逻辑实现规范涵摄事实，并指出事实认定与法律解释相互分立且互不影响。基于此，司法三段

论在实质上形成事实与规范对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格局。而法律规范司法适用的诠释学模式认为，事

实与规范之间应遵循诠释学循环，事实与价值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因此，受诠释学影响，司法三段论

在涵摄过程中也要充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流转，同时考虑具体价值在大前提选择、小前提认定以及价值

等置中发挥的功用。绿色原则正是通过诠释方式影响具体规则的涵摄过程实现司法适用。

 （一）内部证成过程中大前提实质意涵之转变

大前提是指法律规范，即具体案件的事实符合法律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后，则应赋予其法律规范规

定的法律后果 [24]181。法律原则的向下可以为具体的法律规则提供解释。法律解释的方法多达十几种，包括

文义解释、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等，法律原则

正是通过这些解释方式修正并影响着法律规则。绿色原则的适用，为法官进行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法律解

释活动提供了依据，使得法律规则在适用时的解释更加偏向“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选择。这

会导致大量的法律规范的实质意涵相较于之前发生了转变，从而影响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大前提的选

取与最终的审判结果。

受绿色原则的影响，法律规则进行解释时其实质意涵可能发生变迁。如《民法典》第 293条，其来

源于《物权法》第 89条有关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就条文文字表述而言，二者几乎无区别，但前者

的实质内涵因绿色原则的介入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物权法时代，该条被普遍理解为只要符合国家建设标

准，即便造成一定程度的妨碍也不构成违法。但在《民法典》绿色原则确立后，该条文须进行更有利于

“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方向的解释，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与妨碍相邻建筑物通风、采光和日照为

相互独立的衡量标准，且妨害成为了要关注的底线，即超标构成妨害；但“合标”不意味着合法，还要看

其是否构成妨害，二者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且递进的关系。

在实践中，法律规则的理解也应随绿色原则的确立而进行重新解释，但仍有许多法院并未注意到此

变化。如普某、多某相邻采光、日照纠纷案①中，原告以被告侵害其采光权为由，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30 000

元，并拆除其加建的二楼房屋及设施。被告以其建筑物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符合相邻建筑物的

采光与日照标准提出抗辩。法院从一审到二审都均依《民法典》第 293条支持被告，坚持认为建筑物相

邻关系制度中有关采光与日照妨碍行为的判断，以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为标准。若建造建筑物违

反了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应视为超出社会一般人容忍限度，受害人可主张排除妨碍或赔偿损失。反

之，若符合国家建设标准，尽管造成邻里建筑采光与日照一定程度的妨碍，也应视为未超出容忍限度。

可见，在本案中法院对《民法典》第 293条的理解与《物权法》第 89条无异，并未融入绿色价值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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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释。

 （二）内部证成过程中小前提要素考量之转变

小前提是指具体案件中的事实，但不是普通的案件事实，是符合法律规范即大前提构成要件的法律

事实 [25]421。卡尔·恩吉施将小前提的最终形成分为三个部分——具体生活事件的想象、确认案件事实的已

发生以及判断案件事实具有大前提的构成要件 [24]160。基于此，小前提形成过程将接触到三种事实，即生活

事实、案件事实和法律事实 [26]41-42。生活事实指现实生活中已发生且未经加工的事实，其为案件事实的确

定提供最原始、最基本素材，是小前提形成最为基础的一步。案件事实指生活事实中可经证据证明确实

存在、带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内容。生活事实非法官亲历，故在司法审判中涉及到的事实须为可通过证据

规则以及法定程序证明确已存在的事实。法律事实指具有法律意义，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

灭的行为与事件。换言之，法律事实为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实。案件事实是个别性、特定性的事

实，而法律事实是具有法律性的类型化事实。案件事实能否转变为法律事实，关键在于判断案件事实是

否符合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

在生活事实向案件事实再向法律事实的转换过程中，小前提的形成实质涉及了价值判断。该价值判

断暗含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相互作用中 [27]。案件事实认定的过程伴随着大前提中法律规范的寻找、

选择与确定。这两个过程同步进行，是从具体个案到法律规范，从法律规范到具体个案的双向思维活动。

这一双向思维活动实际上是“相互解明”的过程 [24]162，打破了传统涵摄模式事实与法律规范二分的格局，

为连接案件事实与大前提中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桥梁，是形成法律事实的前提。在绿色原则介入后，除

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中增加了绿色原则的因素外，在生活事实向法律事实转换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绿色因

素，这些绿色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法律事实的描述，进而影响判决结果。

如在巩某申、李某华排除妨害纠纷案①中，涉及的生活事实为被告在原告租赁场地围墙外堆放大量废

旧电动车。原告依据《民法典》第 462条向法院请求被告排除妨害。就本案而言，大前提法律规范是

《民法典》第 462条第一款，可划分为“合法占有人”“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消

除危险”要素；案件事实可选取并划分为“原告因租赁协议合法占有库房及场地”“被告在原告围墙外堆放

大量废旧电动车”“原告请求被告将废旧电动车清除”要素。原告为合法占有人、原告请求被告排除妨害

或消除危险要素都一一对应，关键在于被告在原告围墙外堆放大量废旧电动车的行为是否属于妨害占有

行为。一审法院查明，电动车放置于被告房屋与原告库房后墙间，且原告东侧有条 3.5米宽的胡同。由

此可知被告行为未影响原告通行，似乎不妨害原告的占有。但基于绿色原则的确立，越来越多的法官在

审理案件时会考虑“绿色因素”。电动车电池属于重金属，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损害，存在安全隐患，应

将堆放电动车的行为纳入“妨害占有的行为”。故法院认定被告放置电动车的行为属于妨害占有行为，案

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完美对应，涵摄结束，小前提也顺利形成。可见，绿色原则转变了小前提考量要素，

影响案件事实还原，使得法律事实认定时朝着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倾斜。

 （三）外部证成过程中价值等置思维模式之转变

外部证成是对前提合理性的证立，证立内容与标准由内部证成决定，具体而言是对作为判决依据的

法律规范的正当性问题以及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论证 [28]。该证立内容使得法官要将一些合

理的外部价值纳入对个案法律规范前提的考量中，同时为达到可适用的“大前提”标准，还要不断在“事

实与法律规范中流连往返” [24]20，直到论证出个案中的法律事实能够落入现有法律规范之内。但由于法律

规范处于概念方式规定的当为领域中，生活事实处于经验现实领域中，因而不论法律规范如何细分、案

件事实如何细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都不能等同。二者融合在同一领域不是靠简单的司法三段论就可

解决，需要借助等置模式使规定在法定“构成要件”中的规范事实与具体生活的“事实要件”进入同种关系[29]181。

等置模式由考夫曼在继受诠释学理论后提出，其实质是类推，指通过“事物的本质”为规范与事实间的等

置构建推理模型 [30]。

这引出新问题，即何为“事物本质”。司法类推须将现有案件事实与其最相类似的法律规范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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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比较，找出二者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再进一步判断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重要，得出案件事实与

法律规范中的事实要素是否具有“类似性”的结论。基于此，外部证成实际上就是一种类推，将事实与所

寻找的法律规范中的比较对象进行类比，看是否能够一一对应。而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只能

是相似不能是相同，且二者间的类似性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判断，故类推适用的本质为一种价值判断。由

此可知，事物本质实质上就是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只能被描述不能被定义。随着《民法典》将绿色共识

转化为绿色原则，事物本质的价值判断中也融入了绿色这一元素，这将影响到外部证成的结果。

在巩某申、李某华排除妨害纠纷案中，“妨害占有的行为”与“被告在原告围墙外堆放大量废旧电动

车”的等置过程中，堆放废旧电动车之所以被视为妨害，是考虑废旧电动车造成的环境安全风险，而环

境安全风险能够被识别为妨害的基础在于，法院在底层价值逻辑中认可环境安全风险的危险性，并接纳

为一种普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绿色原则背后的法理念左右外部证成，最终促成绿色原则对法律规范

的诠释影响。

 四、绿色原则的涵摄适用

成文法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落后于司法实践 [11]142。法官适用法律规则处理个案得以经常会面临缺乏法律

规则支撑的情况。法律原则得以显现。《民法典》采取直接规定绿色原则的形式。绿色原则在存在法律

漏洞的情形下作为规则涵摄适用。绿色原则涵摄适用的前提应当是补齐绿色原则之法律后果。

 （一）作为规则的绿色原则之法律后果补足

《民法典》第 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法律

规范逻辑结构要素考量，其假定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行为模式为“应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但该条文显然对法律后果未加规定。这一关键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要素的缺失，使得被视作法律规

则的“绿色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适用难度陡增，甚至连“绿色原则”能否作为独立请求权依据都遭到了质疑。

从抽象层面看，绿色原则仅泛泛地设置了一个理想状态，不如法律规则设置的缜密、细致，具有实际操

作的可能性。但在司法实践领域，绿色原则在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考量后，依据特定方法的辅助，其

模糊状态可被澄清，有时甚至表现出超过法律规则的清晰性。故为了作为法律规则的绿色原则能够通过

涵摄适用于具体个案，就必须厘清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在《民法典》中可以以责任替代之。自 1986年《民法通则》第 134条颁行以来，中国采取

在总则中抽象提炼民事责任的体例传统。这一传统被《民法典》总则第 179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承袭 [31]。

《民法典》第 179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对各编的责任形式“提取公因式”的结果，如“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既是对物权编中民事责任形式的概括，也是对侵权编责任形式的概括，当然

相同表述下的二者具体含义不同。这种“提取公因式”遵循的原则是，对于某些重要的责任形式，如“恢

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或具有特殊意义，如“赔礼道歉、惩罚性赔偿”等；以及因其出现在多个领域故

不得不将其吸收，如“修理、重作、更换”，则抽象概括进总则中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而一些仅适用

于特定情形，且实际上只不过是第 179条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具体方式，则未将其吸纳进一般民事责任

承担方式条款中。因而可以说，《民法典》第 179条作为民事责任的抽象条款，可概括民法责任的所有

类型。当行为人未按照民事法律规范从事某一行为，且相关法条并未规定所需承担法律责任时，此时并

不意味着该行为人无需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而应从第 179条中选取恰当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故对于绿色原则而言，当行为人违反“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时，并不能因《民法典》第 9条

未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而否认行为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此时应在《民法典》体系之中引入第 179条所规

定的一般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来选取合适形式予以适用。

 （二）作为规则的绿色原则之法律后果类型化

绿色原则涵摄适用时的法律后果指向《民法典》总则编第 179条规定的 12种民事责任承担形式，分

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

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惩罚性赔偿。但这些责任承担方式是有指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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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案由不同，请求权基础不同，进一步导致责任承担方式不同。故为了绿色原则的合理高效适用，需要

在案件事由分类的基础上，对法律后果的承担方式进行类型化。

从规范功能和规范内容的角度看，当事人承担何种形式的民事责任取决于具体个案的请求权基础为

何 [32]17。在德国，其民法典将请求权基础分为绝对权请求权（包括物权与人格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33]。

前者不要求已发生现实损害，也不要求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只要加害人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绝对权的妨

害行为或妨害状态，另一方当事人就可以主张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

民事责任；后者要求已发生现实损害，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

此时另一方当事人才可以主张加害人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4]。结合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

情况，前者以物权案件为主，可能会涉及少量人格权案件；后者包含了合同案件与侵权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就物权案件而言，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是随着侵害程度的加深而越发严厉复杂。例

如，在徐造胜、束清理等恢复原状纠纷案①中，徐造胜要求束清理等将非法占有并出资硬化路面恢复原状，

法院考虑到此要求既不利于束清理等通行，也会造成资源浪费，“不符合我国《民法典》确定的绿色原

则”，故对恢复原状的要求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地面硬化确实给徐造胜利用房屋产生不利影响，故束清

理等需采取“合理补救措施，避免对徐造胜权利造成损害”，即需“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就合同案件与侵权案件而言，通常采用直接性复原②或替代性复原③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广州壹炳

食品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德州市德城区瑞康面条机厂等买卖合同纠纷案④中，二审法院认为依据绿色原

则案涉合同应当解除，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请求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措施。本案为买卖合同，依其性质

和案情，本案可以恢复原状，“被上诉人取得的货款予以退回，上诉人取得的货物亦应退回”。而在国家

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王某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⑤中，市税务局作为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王某喜将

租赁期间非法增添的构筑物腾清、拆除并恢复原状，但法院基于节约资源、避免浪费的考量，认为恢复

原状即拆除不符合绿色原则，故决定“市税务局在该构筑物残值的范围内对承租人王某喜补偿 500 000元”，

即在权益的恢复不具备经济性时可通过金钱补偿来赔偿损失⑥。

 五、结语

法教义学随历史的发展而变迁，其内涵是开放的，对其理解须为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法律原则位于

自然法理念与法律规则之间，一方面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法理念会影响法律原则的意义内涵和射程，另

一方面法律原则也会进一步影响法律规则的理解、释明与创设。法律原则对法理念与法律规则的沟通实

质上完成法教义学的更新迭代，从而使得实在法一直处于迈向正确性的途中。绿色共识以绿色原则的形

态进入《民法典》，是一种单纯的宣誓，是对民法教义体系的一次更迭，为僵化的法律文本注入法理念

层面的绿色价值。通过对绿色原则权衡、诠释、涵摄的司法适用的研究，可将绿色原则沟通绿色共识与

民法规则的形式予以展现，为司法实践如何适用绿色原则、如何进行绿色原则裁判说理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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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Logic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Green Principle in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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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een principle is a new civil law principle, and its judicial applica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s the principle of right

law, the green principle lies between the idea of natural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both the idea of natural law and the shell of positive

law.  As  a  result,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is  complicated,  which  includes  three  types  of  application:  the  trade-offs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the  hermeneutic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to  rule  and  the  subsumption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as  rule.  For  trade-off

application,  the  green principle  determines  whether  it  is  applicable  or  not  and the proportion of  application by balancing its  weight  with  the

conflicting  principle.  For  hermeneutic  application,  the  green  principle  influenc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rules  with  green  value  by

interven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subsumption of legal rules.  For subsumption application, the green principle is regarded as a rule to fill  the

legal loophole and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civil law system to compensate for its legal consequences. The green principle, as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green consensus reached in the value level  of  contemporary civil  society,  closely connects  the green value concept  with

legal  rules,  and  realizes  the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civil  law  doctrine  towards  green  with  the  help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Keywords：green principle; right law; trade-off; hermeneutic; sub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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